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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百年不孤》通过塑造两代乡绅形象，不仅为读者展示了极具湖南特色的民俗生活，更试图追寻乡土伦理的生存机
制、探寻传统文化之根。一方面，其乡土伦理通过作品中民俗生活的描绘得到了外在化展现，以两位乡绅主人公对于传统精

神的坚守对乡土社会进行“常”与“变”的剖析；另一方面，其通过展现乡土伦理消解与重构的过程，试图在传统乡绅缺席的

当代中国乡土社会中，重新构建起一套“德性”体系，在求善寻美的路途上重新找回素朴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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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不孤》是湖南作家陶少鸿的长篇力作，小
说以湘西北双龙镇岑家的家族兴衰为线索，展现了

近现代中国的百年风雨。作家着力塑造了岑励畲、

岑国仁两代乡绅的典型形象，通过描绘他们两人的

生活经历、心路历程，不仅为读者展示了极具湖南

特色的民俗生活，更试图追寻乡土伦理的生存机

制，从文化层面展开寻根之旅。

一

民俗承载着一个地区独特的文化积淀，体现出

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百年不孤》承接了湖南乡

土文学“田园牧歌”式的叙事传统，也将湖南地区独

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作为叙事主体。小说中的双龙

镇，是一个自足性的文化空间，作者用了大量篇幅

来描绘双龙镇的民俗活动，以此构建起一个独具特

色的自在世界。

如春耕时节要举行“开秧门”活动，拜谷王神农

氏和财神赵公元帅，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开

秧门是双龙镇的习俗，也是一种人们自发的活动。

岑励畲一行人到达聚善堂门口是，那里已经聚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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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堆人。岑励畲写的新对联已贴在了院门上。

王贵祥再次点燃一挂鞭炮，人们穿过烟雾，跟随岑

励畲涌进了聚善堂。乡邻们很熟悉祭祀礼仪，恭恭

敬敬地站在台阶下的天井里，向堂屋里的神龛行注

目礼……岑励畲再次跪下叩拜三回，接着从口袋中

掏出一块红绸，趋步上前，先用红绸将谷王菩萨下

半截包住，然后虔诚地将它抱起，端在怀中，让菩萨

的背紧贴着自己的胸，转身出门。天井里的人们让

开道，等谷王过去之后，才跟随在后面。”［１］７书中也

多次写到湖南结婚礼俗：“结婚日似乎终于逮住了

机会，要把平日郁积的忧伤全排泄出来。其实呢，

多半是碍于乡俗，哭嫁哭得越久，才越显得主家热

闹有人气。快至深夜，哭嫁的声音才小了下去，听

得出大家都有疲倦之意了。岑国仁赶快走入房内，

拱手谢过众姊妹，请她们出来喝擂茶，哭嫁仪式才

告结束。”［１］５６

这些民俗活动，一方面展现了独特的湖南民间

文化，它们被有机地融入到故事情节当中。从生老

病死、婚丧嫁娶到农事社交、造屋出行，但凡有重要

情节出现，必有民俗活动描写，“喝擂茶”“抬长生”

“赶山”“赛龙舟”等湘西北地区的特色活动，与书

中重要人物紧密相连，或表现人物性格，或推动情

节发展。另一方面，这些民俗活动，构建起一个民

间本位倾向的乡土社会。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

一书中提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社会

中，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安土重迁，不需要现代的政

治权力来规范自己的生活，因为维持这种“礼”的是

传统和经验。“如果我们在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

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

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

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

的意思。”［２］６３《百年不孤》不惜使用大量篇幅，事无

巨细地描绘民俗生活的点滴，其所构建的乡土社

会，正是这样的“礼治”社会。

在这样的“礼治”社会中，人们自觉维护着一套

公认的行为规范。如书中所写，在迎亲之前，要举

行“告祖礼”，以敬祖先并祈福行孝。无论是乡绅大

户，还是乡野农夫，都需遵从此礼。根据近代族规，

“除了祭祀，家族中遇到大事如冠礼、婚礼、立嗣之

类，也要通过一定的仪式告于祖先”，目的是以此来

“沟通人神，培养怀念祖先的感情并受到伦理孝悌

的教育，同时在祖先面前确认族人间尊卑轮序的血

缘关系”［３］５０；而“乡下夫妻走亲戚，都是女走前男

走后，相距三五步，若即若离，这是约定俗成的规

矩”［３］５０，以此来标榜男女授受不亲的“节义”［３］５０。

陶少鸿用大量民俗活动构建起的“礼治社会”，正是

乡土伦理的外在秩序化体现：“礼治的可能必须以

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

满足了这前提，因此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２］６４

所以说，“乡土伦理”给了双龙镇这样一个以“礼”

为俗、尊“礼”而生的传统社会生存秩序，其在历史

的传承中得到自觉维护。

二

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有“皇权不下县”的说

法，即政治权力只到县一级，下层主要依靠乡绅阶

层作为管理者来实现民间自治。“所谓的自治团体

是由当地人民实际需要中产生的，而且享受着地方

人民所授予的权力，不受中央干涉……当时保持中

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联系的重要性意味着，士绅通常

会在当地组织中拥有决策和管事的地位。”［４］９９在小

说中我们看到，岑励畲、岑国仁父子，作为双龙镇的

开明乡绅，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岑家作为双龙镇的“首善”，要从岑家祖先岑吾

之说起。岑吾之以木材生意起家，兴隆之后不光为

岑家积累了丰厚的资本，更领头修路、建桥，同时设

义仓、捐学田，并留下祖训，规定子孙后代的男性都

要先拜师读书再择业自立。随着时间的推移，岑吾

之的功业在双龙镇显示出巨大的作用，他也慢慢成

为了乡人们口中的吾之公。

作为吾之公的后代，岑励畲、岑国仁父子延续了

吾之公的功德事业。岑家设立育婴堂挽救女婴、设

义仓以备赈灾之用、做中人调解家庭矛盾……其作

为基层自治阶层的乡绅，承担着管理基层公共事务

的职能，“如水利、自卫、调解、互助、娱乐、宗教等。

在中国，这些是地方的公务，在依旧活着的传统里，

它们并非政府的事务，而是以受到过良好教育、较为

富裕家庭的家长为首，由地方社区来管理的。”［４］９５

随着土地制度和基层管理制度的改变，传统的

乡绅在现代社会已不复存在，但颇有意味的是，《百

年不孤》中出身传统乡绅家庭的岑国仁父子，在已

无传统乡绅生存空间的新时期仍然充当着传统社

会中同样的角色。

岑氏先祖留下的“义仓”，是岑家“仁义礼智”

的象征，作为双龙镇的名门望族，在岑家设立“义

仓”本身就凸显出岑家拥有地方管理的责任与义

务。在饥荒时，岑氏父子曾开仓放粮救济百姓，成

为一代佳话；在“大跃进”时期这样食不果腹的年

５３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总第１２０期）

代，岑国仁凭着淳朴的良善之心，用义仓的粮食化

解了危机；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生活

逐渐步入正轨。看到粮食大丰收时，早已和普通农

民无二的岑国仁，最先想到的竟是恢复义仓，因为

他觉得 “义仓在我手里搞没了，总觉得对不起祖

宗”［１］１８９，尽管此时“义仓”的象征意义早已大于其

实际作用。新时期到来后，岑家的后人以岑国仁的

名义注册了慈善基金会，将“义仓”的功能以另一种

形式体现出来，其既是对传统的延续，也是对传统

的拓展。

如果说“义仓”突出了岑氏家族对于当地基层

自治的作用，那么作为“中人”调解家族内部矛盾，

则凸显了岑氏家族的“长老权威”地位。这种权威

的合法性并不来自于官方授权，也并非因其拥有的

财产实力，而是来自于他们在家族中的辈分，当然，

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其拥有的文化、道德优势以及对

地方公共事务的贡献。岑国仁曾跟随父亲调解双

龙镇乡亲的家庭矛盾———“本地习俗，无论是分家，

还是不动产买卖，甚至于邻里纠纷，都得有中人来

做出评判与见证，也得由中人来调解。中人往往由

德高望重的人担任，这样才令人信服。而在双龙

镇，最权威的中人非岑励畲莫属。”［１］１２５还有，在更

为重要的礼俗活动———端午赛龙舟比赛中也是由

他担任裁判的。小说中，“中人”并没有随着时代的

改变而消失。岑国仁九旬高龄之时仍被请去做“中

人”，调解一户夫妻矛盾，可见其权威及公信力。

像“义仓”“中人”这样的例子在书中不胜枚

举。由于时代的发展，乡绅阶层逐渐退出了历史舞

台，但其作用与影响却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是一直

在乡土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其中，自然有

以小农经济生产关系为基础而产生的宗法传统社

会超稳定结构的影响的原因，与历史更迭之“剧变”

相对应，这种乡绅文化传承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传

承意义上的“常态”延续。

很显然，这种“常”与“变”，是中国乡土文学历

来所反映的价值脉络———乡土抒情与乡土批判。

这两种价值观以极其复杂的状态，呈现在“五四”以

来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构成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价

值观的一体两面。

对于《百年不孤》来讲，作者似乎更倾向于用乡

土文化中的“常态”去抒发留恋之情，而这种对于乡

土文化挽歌式的书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重构

乡土伦理的意图。

岑氏父子作为地方乡绅，与土地的关系密不可

分，而乡绅与土地的关系，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更迭。岑国仁从双手不沾黄土

的少爷，到亲耕亲种的农民，再到土地收归国有无

需躬耕的“闲人”，随着其身份的不断变化，显示出

乡土文明所赖以生存的固定空间已不复存在。但

作者并没有因土地制度的瓦解，而将主人公内在的

乡土经验抹掉，他反而从主人公“乡绅”身份的转换

中，发现了重构乡土伦理的出路。

作为乡土社会中一个特殊的阶层，乡绅亲近土

地，但并不完全依赖土地，他们身上兼具经济属性、

管理属性、文化与道德属性以及宗族权威属性，这

使得他们在以土地为核心的政治变革当中，仍能顽

强地保存住某些文化传统。尽管现代社会已无“传

统乡绅”，但其精神内核、属性特质仍在乡土社会发

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因此作者的意图并非是复辟

乡绅传统，而是试图通过重现传统乡绅所承载的文

化传统与精神内核，重构乡土伦理，填补当代乡土

秩序中的空缺。

三

《百年不孤》将岑家精神转化为固化对象的便

是岑氏三堂———聚善堂、菁华堂和厚生堂。显然，

岑氏三堂具有高度的象征意味。单从名字上看，岑

氏三堂将岑家所推崇的传统精神凝练概括为聚善

行善念、集天地精华、厚天下苍生，这也符合岑家祖

先吾之公告示后人的耕读传家、仁义礼智的祖训。

小说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和重要情节都发生

在这三个院落当中。聚善堂是岑家的公屋，供奉着

神灵菩萨与祖先灵牌，是用来祭祖与议事的地方；

菁华堂是岑国仁三叔公一家人的住所；而岑励畲、

岑国仁一家就住在厚生堂。岑氏三堂见证着岑家

乃至双龙镇的兴衰变迁，其在百年动荡飘摇的岁月

中几经波折。首先，在轰轰烈烈的“土改”工作中，

岑氏三堂被没收：“厚生堂大院整体没收，聚善堂分

配给岑国仁家居住，厚生堂内的家具、农具及生活

用品都可搬到聚善堂去……至于厚生堂名下的所

有水田旱土与山林，先统统没收，以后会根据全镇

人口数平均分配，见人一份……菁华堂被责令腾出

三分之二的房间，分配给无房或住危房的贫困

户。”［１］２７２这是岑氏三堂及其名下产业第一次由私

有变为公有。接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双龙镇兴

起，“双龙人民公社的牌子挂在了厚生堂院门口，历

史性地替代了镇公所，而聚善堂和附近的十几户人

家，成了公社下辖的青龙桥大队第四生产队。”［１］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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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古月：《百年不孤》：乡土伦理的消解与重构

小说中岑氏三堂产权的变更除了是历史的真

实写照外，更意味着一种政党伦理对原有乡土伦理

的收编与取代。在原本乡土伦理的统治秩序中，乡

绅阶层（以岑氏父子为代表）履行了诸多基层自治

领导者的义务，正如前文中所提及的，在“皇权不下

县”的时代，宗族族长、地方乡绅代行了管理、教化

和守护等职责，统治阶层对人民自上而下的管理与

基层人民自下而上的反馈在乡绅这里形成交集。

随着乡村基层管理权力的更迭，乡村自治体系

瓦解，乡绅阶层的管理权力也随之消失。在小说

中，作者通过岑氏三堂由私产变作公屋的细节，巧

妙地将这一历史事件融入到小说叙事当中，暗示出

政党伦理对乡土伦理的收编。“文革”时期，三堂受

到严重破坏，“神像”“书籍”统统被当做阻挡历史

前进的封建残留，聚善堂更被视为“封建堡垒”，其

意味着传统乡土伦理体系的最终消解。

从收编到消解，政党伦理体系完成了对乡土伦

理的取代。在传统乡绅岑励畲、岑国仁父子看来，

这种“取代”尽管不符合他们所信奉的价值观，但他

们很快便以非常开明的方式予以接受，并进行了相

应的自我心理调节。

岑氏三堂被充公后，岑励畲“神情达观”地表示

理解：“这是均贫富呢”；当厚生堂成为双龙人民公

社办公地点时，岑国仁竟“暗自庆幸”，“他早两年

已合了长生，不然，要上山砍杉树，还得打报告到公

社去批。”［１］３０１这固然有小农思想中阿 Ｑ精神的影
响，但不可否认，他们思想中开明、包容的一面成为

其在困境中得以生存的心理因素。更吊诡的是，当

岑氏三堂被破坏得空空如也之时，“堂屋没有了神

龛和中堂，似乎失去了方位，空空荡荡的，简直就不

像个堂屋了。岑国仁便到供销社买了一张大幅的

毛主席像和一副红对联回来，站到桌子上，将它们

恭恭敬敬地贴到原来的中堂处……岑国仁凝视一

阵，下意识地作了个揖，觉得不对，便又鞠了一躬。

退到门口回头一望，堂屋好像亮堂了许多。”［１］３６９这

一看似奇特的举动，却显露出乡土思维方式强大的

生命力———旧有价值观虽被破坏瓦解，但依循岑国

仁的思维逻辑，其仍可替代新的价值观。

作者在处理这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伦理体系的

关系时，并没有让双方针锋相对，造成巨大断裂感

和冲击力，而是依循了乡土社会素朴的价值观，对

大时代变革中的尖锐冲突予以足够的理解。随着

时代的发展，岑氏三堂在新时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

精神———“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公司和县政府

签了协议，把鹞子尖、卧龙寺、红军洞、青龙桥和岑

氏三堂整合在一起，正在进行旅游开发。厚生堂和

菁华堂我都收购回来了，连同聚善堂一起，统一维

护管理。”［１］４８２（岑晓红语）岑氏三堂这一极具象征

意味的场所，终于再次被岑家人收购回来了。不同

于传统私产亦或公屋，此时的岑氏三堂真正成为一

种象征———传统的回归、传统价值的重新确立、乡

土伦理的“重构”与“再发现”。

至此，作者为岑氏三堂的命运写下了光明的未

来，显示出作者对“重返传统”“重构乡土伦理”的

诉求与决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修复基层伦理

体系的意图，与将优秀传统文化纳入新时期社会文

化建设的时代思潮不谋而合。

纵观全书，其扉页上的题词“德不孤，必有邻”，

在市场逻辑支配乡村的当代中国无疑具有振聋发

聩的意义。小说第一句“岑国仁逃离县政府回到双

龙镇的那天”，也蕴涵了作者回归传统的愿望。沈

从文先生曾在《长河·题记》中表示要“把最近二

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曲屈失

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样式，加以剖析与描

绘”［５］１８，以此来呼应《边城·题记》上“曾提起一个

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

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５］１８。而陶少

鸿在《百年不孤》中对此似有呼应，在洋洋洒洒的潇

湘风情笔调中，时代剧变与乡土常态交相呼应，用

民俗活动凸显出“礼治”社会的乡土本质；书中着墨

颇多的岑氏三堂，也颇具意味地象征着乡土伦理的

消解与重构过程。在传统乡绅缺席的当代中国乡

土社会当中，如何去重新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

“德性”体系，在求善寻美的路途上重新找回素朴之

风，《百年不孤》或许能够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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